
江西社会科学 2016．5 2016年第 5期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灾荒问题，已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灾害情况和官方救灾政策及其实

施过程的介绍和描述上，在其中却没有多少那些
面临灾荒威胁的民众如何动作的身影和声音。这
样叙述出来的灾荒史难免是跟事实或多或少有

所隔膜的。
通过考察1953年春夏之交发生在河南内乡

县境内的一场小灾荒， 本文旨在探求新中国成
立初期， 面临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
治理方式时， 民众与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如何互
动，民众如何解释灾荒和应对其生存困境；地方
政府又是如何理解民众的这些解释和应对，进
而又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一、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
1953年4月11和12两日，地处河南省西南部

的内乡县境内天降酷霜，庄稼严重受损，夏季作
物受灾面积达50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83.23万
亩的60%多。 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差不多同
时还发生了旱灾。［1］（P33-34）［2］1952年，由于水灾、旱
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 内乡县委评估全县夏

秋两季粮食收成都只有平常六成年景。 全县受
灾面很广，其中师岗、杨集、城关等三个区受灾
最为严重。 县委估计以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限
度来算，全县也平均欠粮两个月。到1953年1月
时，根据官方调查统计，七个区已有1221户3611
人出现断粮， 甚至师岗区姚营乡发生了卖孩子
度荒的现象。［3］［4］ 故而到4月份的霜灾和旱灾发
生时， 势必有更多的人正面临粮食无以为继的
局面，春荒未过，夏荒又要到来。

（一）民众的解释和政府的方针
传统社会有将自然灾害与天意和统治者的

德行及治理质量联系在一起的习惯， 这也影响
到了内乡县底层民众对这种危及自身生存困境

的解释。 他们把灾害误解成是中共这个新 “朝
廷”带来的，一些传闻时有可闻。［2］［5］

与民间将灾荒与统治者是否顺应天意民心

联系起来的解释不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灾荒史的邓拓认为，封
建剥削的加强导致了中国历代几乎所有的灾荒。
［6］(P2, P59-61)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管全国救济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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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和谢觉哉先后表达过与之相似的看法。对
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灾荒，他们认为，这主要是
由于日本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反动导致的长期战

争的影响，严重削弱了人民抗灾的力量。［7］［8］这直

接体现在处理全国范围灾荒不断的问题时国家

财力有限，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救济也有限。因而，
政府明确主张对灾荒应“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社
会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号召
大家共同努力来加以克服和解决。［9］

内乡县委在处理1952年的歉收所可能带来
的灾荒时， 即按此方针强调要宣传教育群众自
力更生，扭转其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3］与

灾荒的天人感应宇宙论联系在一起的是， 中国
帝制时期的官府重视其自身作为灾民的救济者

和保护者的角色， 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
社会秩序的稳定。 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受灾民众
自认为负有家长式的“养民”责任［10］(P518-519)，民众
遇到灾荒亦仰赖政府救济。 中国共产党人视灾
荒的天人感应说为封建迷信， 但党和国家同样
重视自己对民众的责任， 我们党的意识形态要
求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内乡县委1953年初
即要求其基层干部 “保证受灾农民不受冻饿之
苦，不逃荒，更不能冻饿死一人，并加强一定的
责任制”。但其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使灾民不
受冻饿死之苦，顺利渡过灾荒”，“同时也是为了
保证1953年农业爱国丰产的任务完成， 为大规
模经济建设奠定良好基础”。［4］一方面限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政府财力有限， 另一方面需要民众
发展生产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 所以强调要
破除民众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要求每一个群
众必须想出他自力更生的办法”［3］，生产自救为
主，辅以社会互济，政府救济作为最后手段。

（二）缺粮民众的个体应对
类似1953年4月份的这种灾害情况在内乡

县历史上并不鲜见，一旦发生灾荒，政府又救济
不力或无力救济， 那么没钱没粮的普通民众就
选择有限，为了生存往往被迫要么逃荒乞讨，要
么做土匪。［11］(P212)

此次， 面对春夏作物即将减产甚或绝收的

可能， 本就正处于缺粮状态的人们也像过去一
样面临有限的选择， 他们也以其习惯采取实际
的应对措施。 缺少粮食又无钱购粮的人有些选
择了出去逃荒要饭。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量流
民包括灾民在全国各地流动， 尤其是流入谋生
相对容易的城市。 这势必不利于农村地区灾后
的恢复和重建，且影响到流入地（尤其是城市）
的社会秩序。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即
在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劝止灾民

“盲目逃荒”。［12］同年3月和4月份，内务部又接连
发出 《关于帮助外逃灾民回籍春耕的指示》和
《关于帮助灾民外移和回乡生产的指示》， 明确
反对盲目逃荒，强调灾民应该就地生产自救。对
于已经外逃的灾民， 要及时劝导并在自愿原则
下有组织地及时遣送还乡。［13］（P161-163）1953年春，
不少地区出现大量农民包括灾民流入城市的现

象，针对此政务院在4月17日发布指示，要求制
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为农民进城找工作开
具介绍信的基层政府受到指责， 政务院要求它
们负责将由其开具介绍信到城市求职而找不到

工作的农民动员还乡。［14］(P2012-2013)

按照中央禁止农民盲目流动的指示， 内乡
县委也禁止干部 “不负责任的开路条介绍逃荒
的作风”，要求对灾民要就地组织生产。［4］但在

1952年就受灾严重的师岗区， 部分家庭到此时
已严重缺粮甚或出现断粮， 受到1953年霜灾的
新打击后，眼看夏粮也收不到了，有些人就到区
政府去要求开证明到陕西逃荒。 还有一人把老
婆孩子打发出去要饭度荒， 自己选择了上吊自
杀。也有人不得已把小孩卖掉度荒。［2］

1948年5月内乡解放后，经过一年多对土匪
的打击［1］(P287-292)，对投降登记的伪匪头目等的集
训和管制，以及对民间残留武器的收缴等，民间
像过去一样组织为匪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丧失。
所以， 在1953年的这次灾荒中做土匪或暴动抢
粮的情况倒是未再出现。 但也出现了新形式的
抢粮：有借无还的强迫“借贷”。如马山口区岳岗
乡干部召集余粮户开会动员他们往外“借”粮，
有52户被迫借出2005斤 ［15］，对于那些他们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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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粮却不肯或少往外 “借” 的10户还进行了搜
查。［16］有一个代表区共有17户农民，其中16户联
合起来向1户借粮。偷盗粮食的案件也在这一时
期急剧增多。［2］

二、政府的售粮政策和民众的不满
自1941年起， 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

的长期影响， 内乡县的粮食市场一直处于紧张
状态，粮价不断攀升。［17］(P142-144)内乡解放后，这种
状态并未好转，实际上由于战争仍在继续，新中
国为了军粮需要在当地大量征收公粮， 粮食市
场更加紧张，供应紧缺，价格不断上涨。出于当
时对私有经济的认识， 政府认为是因为少数粮
商囤积粮油，抬高粮价，牟取高利所致。为了“正
确组织粮油贸易”，1950年6月内乡县根据上级
命令成立了内乡粮店， 负责管辖内乡县及临近
的西峡县和淅川县的粮食市场。 私人粮商受到
抑制。［17］(P80-81，P144-145) 但直到1953年上半年国家尚
允许私人粮商的存在， 针对不少地方盲目排挤
私商合法经营的情况， 中共中央还于1952年11
月指示要“保留20%-30%的粮食及主要经济作
物，给私商经营”［18］(P396)。因而粮食也有牌价（即
由政府规定的国营粮店的价格） 和市价两种价
格。1953年春河南省的粮食市价高出牌价10%～
20%。［19］(P70) 霜灾发生后内乡县附近的邓县罗庄

市场上麦子和玉米的市价， 分别比内乡县城关
国营粮店牌价高出约25%和38%。［2］

内乡县农民自然愿意到价钱更低的国营粮

店购粮， 但这需要先到其所属的乡政府开具准
许购粮的条子，然后才能凭条购粮。对于农民开
具购粮证明条的请求，刚开始乡干部们一般都有
求必应。内乡县委认为这种情况是乱开条，是乡
干部们不负责任、怕得罪人的表现，于4月23日在
下发的文件中对之予以严厉批评，并规定谁再乱
开条子就给予严重处分，要求区干部要负起检查
监督的责任，否则也要受到处理。［20］此后，民众再
去乡政府开购粮条就遇到了困难， 恼火之下也
有人叫嚷要踢不给开条的乡政府的摊子。［2］［21］

内乡县委这时之所以限制乡干部给农民开

购粮条，是因为其手中粮食库存不多,没有那么

多粮食可售，故而不得不实行限购办法：每人每
次最多购买20斤小麦和10斤玉米。 手中并不宽
裕的农民在购粮时更愿意购买比小麦便宜的玉

米，但政府粮仓储备中玉米较少，故而对玉米的
限购更厉害。对此农民很不满。
政府开仓售粮的地点最初限定在县城、马

山、赤眉和夏馆等四处。在县城、马山和赤眉三
处，买粮的人很多，单在县城一处，4月21—24日
每天少则有1000多人，多则近3000人购粮。位于
北部山区的夏馆区缺粮并不严重， 政府还能在
当地收购玉米。 反而缺粮严重的地区如师岗等
地最初并未开仓售粮， 师岗每逢赶集日想要购
粮的人都有几百，议论纷纷等待开仓售粮。政府
对粮食市场的限制以及粮食限购政策， 使在灾
荒阴影之下的群众更加焦虑不安， 各种不满怨
言、谩骂和谣言纷纷指向政府及干部。［2］［5］

针对粮食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 内乡县委
一方面布置加强治安防范和护仓工作。 县公安
局4月20日即下了一个紧急指示到各区，要求严
防敌人煽动群众暴动抢粮库， 加强基干民兵对
各区仓库所在地的看守。4月23日县委进一步要
求各区把公安干部分配到粮库所在地进行工

作，以搞好保卫仓库工作。同时要求干部要对群
众普遍进行售粮政策教育， 以消除农民的埋怨
情绪。 另一方面也根据情况不断地进行售粮上
的调整， 当部分地区开仓限售的政策不仅未能
解决甚至加重了粮食的紧张局势时， 县委决定
从4月26日起暂停售粮，转而采取群众评议购粮
的政策，由干部组织、领导群众开会讨论决定谁
可以获得买粮食的资格和数量，评好后再售粮。
为保证这个工作的顺利进行， 县公安局于26日
召开了各区公安员会议，27日上午公安人员分
途下区， 当天下午或晚上各区组织进行了购粮
评议。公安局同时成立了两个重点侦查小组，负
责侦破该时期的破坏活动。［20］［2］

由于本县的粮食储藏不够供应， 这时内乡
县委也向上级请求了援助，5月4日确定获得外
区援助的粮食并开始调运。在获得粮食援助后，
内乡县委指示各区乡进行了第二次购粮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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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购粮面扩大至各区人口的25%， 购粮数限定
为每人每天半斤，每人购粮数为7斤。同时规定
将不超过各区购粮数15%的部分转变为贷粮，
以帮助那些在购粮数内买不起粮的户。 县里还
给各区少量的救济粮， 对于上次评议出的贷粮
户中真正还不起的可转为救济粮发放对象，规
定“每户救济可多可少，但面不要太宽”。县委指
示中还提及区乡政府对有粮户可以号召其出卖

或出借粮食，但不能强迫他们这么做。同时又提
及可以 “揭发批判有粮囤粮发灾荒财的错误”。
［22］这二者实际上是有矛盾的，揭发批判“有粮囤
粮发灾荒财”必然会导致强迫。
群众评议购粮显然分化了民众对地方政府

的不满，许多缺粮农民得到了基本口粮的保障，
因而不再抱怨。 但也有部分在群众评议中未能
评得购粮资格的人表达了更强烈的不满。地方政
府对此次评议购粮中和此前一段时间内比较突

出的不满分子采取了“扣押法办”的措施。［2］［5］

三、集体应对：政府提倡的和禁止的
（一）政府提倡的：生产救灾、节约度荒
在想方设法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的同

时，内乡县委也根据中央既定的生产救灾方针采
取了另外一些措施。一是号召大家节约，采集野
菜等代食品。以野菜充饥历来是民间青黄不接时
自救的手段之一。就内乡县来说，山区或靠近山
区的地方可采集的野菜资源多一些，平原地区就
差一些。但这次灾重的师岗、杨集和城关等地恰
恰处于平原地区。二是号召农民种植早熟作物，
并帮助部分地区解决缺种困难，贷给农民南瓜子
154斤，玉米种50 000斤。三是号召“生产救灾”、
浇水保麦。在有水利设施的地方，该项工作贯彻
得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群众因为争
水而冲突打架， 如赤眉区就发生了十多起这样
的事故；二是用水不当造成浪费。但全县有水利
的土地毕竟是少数， 一共也就浇了不到两万亩
的地。在没有水利设施的地方，政府号召担水浇
麦。这种方式效率很低，群众普遍对这种生产救
灾方式没有信心，认为浇水无效。个别地方发生
了强迫民众集体担水浇麦的现象。全县有四个区

八个乡在4月19日到23日的五天时间里发动约
9000担水浇麦，共浇地2528.7亩。［2］［5］［16］这对全县

的受灾面积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二）政府禁止的：求神祈雨和拜神求药
面对频发的旱灾 ［1］(P1，P77-80，P108-9),内乡县民众

更习惯的集体应对方式是祈雨。1953年春的旱
灾在内乡县境内引发了普遍的祈雨事件， 据内
乡县委在6月3日给南阳地委报告中统计，4、5两
月全县共发生44起求神祈雨事件。［16］4月底5月
初内乡县境内下了一些小雨，灾情减轻，民众普
遍认为这是祈雨灵验了， 于是再组织向受益的
各农户收钱或者粮食举行仪式还愿谢雨。 组织
和主持祈雨和谢雨（下统称祈雨）的历来都是地
方社会的头面人物，1953年的内乡县则是转业
军人、 乡村干部等当时的新地方精英成为各地
祈雨仪式的重要组织者和主持者。［21］

与传统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参与祈雨不同
［6］(P187-194)［23］,新政权将祈雨视为封建迷信。内乡县
政府对民间自发的祈雨加以了阻止。 但官方的
阻止是许多面临灾荒心急如焚的民众所不能理

解的，阻止的行动往往激起民众的不满，甚或偶
有激烈的人身冲突在祈雨群众和阻止的干部之

间发生。 地方政府将冲突视为是敌人的阴谋破
坏导致，将组织祈雨的为首人员抓了起来。［5］

不知是否为了规避政府的打击锋芒， 在祈
雨活动中出现了众多由寡妇出面组织的情况，
对此种现象， 地方政府亦格外警惕其背后的煽
动和主使之人。
拜神求药与求神祈雨同样被新政权视为封

建迷信，这两者有时会相伴发生。典型的如1953
年4月下旬发生在内乡县师岗区的永青山拜神
求药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的契机就是祈雨并且
在祈雨后不久碰巧下了雨。 民众一致认为是永
青山顶大王爷显灵， 大王爷灵验和舍药的消息
广泛传播开来，内乡县及临县淅川、邓县一些地
区的民众听闻消息后纷纷前来永青山求药，达
到每天数百人的规模。［24］［25］

拜神求药契合了缺医少药的贫困民众治病

消灾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求， 长期以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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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普遍存在。 但当时地方政府不仅要担心这
种落后迷信对农业生产的冲击、 对部分参与者
人身的危害、对政治秩序的影响，还要担心拜神
求药事件是否是被会道门等反革命敌人制造和

操纵的。所以，官方将关于拜神求药的言传信息
界定为一种谣言， 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试图全
面消灭这种习俗。［26］(P369-381)河南省公安厅和南阳

地区公安处在内乡县此次春荒之前即分别向其

下属的各公安机关发出过平息类似的迷信取药

事件的通报。［24］

县公安局获知大量民众去永青山拜神求药

的消息后，就组织了一个工作组于5月15日前往
调查情况 ［24］，21日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和平息此
次求药事件。首先组织乡公安员为主的干部，在
前往永青山的各个要道口， 对前来求药的人进
行劝阻。 其次以县卫生院的两个医生为首组织
当地医生开展就地治疗，结合进行宣传。同时通
过学校渠道教育学生规劝自己家庭及近邻不要

再迷信上山取药。 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逮捕和
公开处理了跟这次求药事件的兴起和扩散有关

的几个“坏分子”：王永柱和神婆等人。［25］

同一时期拜神求药的事件在内乡县发生多

起。［27］政府采取的劝阻或制止群众再去求药，尤
其是公开惩罚“事件主要造成者”的措施，可以
暂时平息其正处理的求药事件， 但并未能杜绝
此类事件的持续发生。一个多月后，内乡县境内
又不断出现群众性的拜神求药现象。［27］ 此后类

似事件在内乡县也广泛存在。 内乡县委也认识
到这是因为 “当前我们的卫生工作赶不上群众
的需要”，但还是将此类现象定性为“敌人抓住
我们每个工作的缺点与群众的落后迷信思想，
暗示煽动组织群众进行破坏活动”。［27］

从传统社会基层民众自我调适的角度看，
祈雨之类的民间活动能为人们提供某种心理安

慰，其焦虑不安的情绪通过集体仪式得以纾缓，
在旱灾带来的社会危机中或可起到某种稳定社

会秩序的作用。 拜神求药实际上也为无钱看病
或当时的医疗水平一时无能为力的病人提供了

一种安慰剂。但是，这样的民间习俗或传统毕竟

迷信色彩居多， 同时更因其属脱离政治控制的
大规模集体活动， 在敌我斗争形势下容易被敌
对势力所利用，因而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只能加
以抑制和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民众因为基于
传统习惯表示不满或反抗， 自然也就更容易被
理解为是反革命分子或阶级敌人在主使或操

纵，需要给予强力打击。
四、加强专政、发展生产
4月11日霜灾发生后的一个月间，围绕灾害

和粮食等问题，内乡县发生“突出的群众性骚乱
事件2起……其次是煽动群众威胁政府及干部2
起，辱骂领袖及干部4起，组织群众祈雨3起（较为
严重），打干部及积极分子2起，进行造谣的2起”，
县公安局逮捕扣押了这些案件中的17人。［21］［28］

有研究表明，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考虑
到灾荒时期的特殊性、为了避免严惩带来社会秩
序的进一步紊乱，对于灾荒时期的买卖妇女和偷
盗等违法行为给予较平时为轻的处理。［29］ 当然，
买卖妇女和偷盗都不是直接对抗政府的行为，而
内乡县此时逮捕扣押的基本都是因为粮食或祈

雨问题而与地方政府直接对抗的人。 至5月11日
为止，15名被认定为属于应捕而捕的人中除了6
人处于待审理处理状态外，教育后释放7人，找保
释放1人，判有期徒刑1人。预言“中共的朝廷坐不
下” 的王文生审理后被认定为是可捕可不捕的，
只是组织串联祈雨的李景田则在审理后被认定

为是错捕，二人都获得了释放。他们之所以被界
定为可捕可不捕和错捕，大概主要是因为其未与
地方政府发生直接对抗，连语言上的反抗或违逆
都没有的李景田更是被认定为错捕。从这个审理
定性的过程和处理结果来看，或许可以说内乡县
主政者在灾荒时期对违法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
但实际的抓捕扣押对于这17人来说却很可能是
一个痛苦沉重的经历。

4月底5月初的降雨和政府在粮食销售上的
供应增多缓解了霜灾和旱灾带给民众的恐慌，
民众情绪和社会秩序都逐步稳定下来。 此后的
一段时间里政府继续对霜灾、 旱灾引起的问题
进行处理。 内乡县委认为虽然群众情绪稳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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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但是敌人的活动日趋明显，而不少干部和
群众对此缺乏警惕性。要求各区重视专政治安工
作，整建治安保卫机构，抽出专人负责搜集整理
材料，对敌人发动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并对在专
政治安工作上不够重视的区委提出了批评。［30］

6月18日，内乡县委对治安工作进一步发出
指示， 要求将当年灾情前后所发生的案件进行
大清理，并争取在7月20日前破案，以有力打击
敌人。同时从县到区、乡重新组织和加强治安保
卫委员会， 区、 乡每月各召开一次治安保卫会
议。区每半月一个简报、每月一个综合报告报送
设在公安局的县治保办公室。［31］

内乡县委此时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生

产，从而根本解决救荒问题。强迫借贷成为其重
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种现象对个体农民
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能造成
地方经济死滞，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实现。县委
在4月底下雨、灾荒稍有缓解后召开了县区干部
会议，要求各区乡学习贯彻上级关于保护私有产
权、稳定农民发展生产信心的十项政策，纠正此
前私有财产权受到侵犯的情况，把强迫借贷变成
正式的借贷关系，订立手续，保证归还。［32］

受制于阶级理论，当时内乡县委对灾荒中出
现的强迫借贷的处理只是将借贷关系坐实，并不
惩罚任何实施了强迫借贷的人，虽然他们的行为
实质上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强迫借贷的人们过去
在遇到灾荒时可能会当土匪抢粮，此时失去了组
织为匪的条件，则利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以及
自己在此之下的优势身份来强势获得粮食。虽然
他们实际上危害了别人，在政府眼里也妨害了生
产发展， 但因为他们良好的阶级成分而未受惩
罚，与过去做土匪抢粮求生的风险相比可谓相当
于无。无疑，类似的“损失分摊”的行为将可能在
后续的农村社会变革中一再上演，驱动着社会滑
向一个更加受困扰的方向。
在后续的报告中， 内乡县委以夏馆区栗园

乡各阶层群众纷纷买牛和赤眉区有中农解除顾

虑开始雇工种地为例， 说明纠正强迫借贷收到
良好反应。但也承认这一政策贯彻得不广泛，基

层干部有抵触情绪， 怕贯彻后检查出许多问题
是自找麻烦。所以大部分地区做得不好。［15］［16］

5月20日和6月6日内乡县境内下了两场雨，县
委当即电话指示各区组织农民在春耕未播种的地

和已经收了夏季作物的地上趁墒抢种、 补种或移
苗，以保证增加秋季作物收成。［16］［33］在1953年夏征
工作中，政府针对受灾地区进行了减征。［34］

五、余论
在既有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史的研

究著作中， 往往都会提及新政权与过去的政府
不同，也会比较新旧社会救灾政策的异同，但都
未触及一个根本性的差异， 那就是1949年成立
的新政权， 是以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在
指导着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架构的建立、 改造
和运行。 这个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 有研究表明人们所抱持的意
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灾荒成因的理解， 也影响
着人们采用什么样的灾荒解救措施。［10］ 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民众和地方政府面对灾荒时的应

对， 也势必要受到那些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
以及奠基其上的治理方式的影响。
与传统社会地方政府相比，1953年内乡地

方政府在处理灾荒时最大的不同是其强烈的阶

级敌情意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新旧社会更
替，社会形势复杂，这种阶级敌情意识很容易使
直接和灾民打交道的地方官员， 将灾荒中的不
满和异议言行视为来自敌人的破坏， 也为那些
在灾荒中可能负有一定责任并害怕承担责任的

地方官员， 自觉不自觉地推卸或掩盖自己的责
任，提供了一个很容易行得通的借口，并为其以
强力手段对待那些不满者或异议者打开了方便

之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
民间真实的情况和声音被误解和遮蔽； 二是地
方政府自身的敌情意识不断地被证成和加深。
我们可以看到在1953年春夏之交的灾荒中

内乡县民众惯有的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选择，
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矛

盾和摩擦之处。 地方政府一方面采取实际的措
施解决农民的缺粮问题， 另一方面也警觉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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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处理着那些矛盾和摩擦之处。但是，地方政
府对于那些矛盾和摩擦的理解和处理，却可能并
没有让其更贴近实际地理解其治下的社会和民

众，而是不断地加深了自己的敌情意识，导致当
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自我证成和自我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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